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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信贷集中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就金融机构个体而言，它是银行改善经济效益的理性选择。信贷集中体现了金融机构开始自觉地以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运作法则支持经济发展，而不单纯被动地作为资源被利用，这是一种进步行为。但是，从长远看，信贷集中往往体现为一种理性的短视。即过度考虑当前风险规避,没有充分前瞻地认识今后的风险集中问题。

信贷集中是商业银行的理性行为，必须得到决策当局的尊重。但是,信贷集中从长期看,不利于商业银行自身的激励机制建设, 造成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因此监管当局必须对信贷集中予以规范。但我们不能简单采取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否则将造成行政干预和很高的道德风险。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是信用风险的概述。信贷集中所造成的风险不止于信用风险，但就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信用风险仍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点。

第二部分主要探讨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现状。由于金融领域的羊群效应，信贷集中不仅出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也波及了股份制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虽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第三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分两节。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散化规则，其监管目的大多在于限制银行授信集中到个别客户和构成单一经济风险的客户集团。尽管这些监管的精确形式和内容上有较大的不同。

第四部分是论文的落脚点。主要探讨我国在信贷集中管控上的不足与完善。

关键词：信用风险  信贷集中  监管

Abstract

It is not a new problem that credit is centralized 。As for individual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it is the rational choice that the bank improves the economic benefits.  However, in the long term, credit centralized often reflects as a kind of rational nearsightedness, namely consider excessivly at present the risk is evaded, do not know the risk in the future and concentrate the question abundantly perspectively。

It is a rational behavior of the commercial bank that credit is centralized , And the respect of decision authorities must receive。But credit centralized ，in the long run, will have caused the potential systemic risk.。We can't take administrative means to solve this problem , otherwise will cause administrative interference and very high morals risk.
   The first part of this text is mainly the summaries of the credit risks. The centralized risks caused of credit are not only in the credit risks, but as regards reality of our country, the credit risks are still focal points of risk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
Second part Probe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commercial bank credit concentrates mainly. Because of the effect of flocks of sheep in the financial field, credit not merely appears centralizedly in the state-run commercial bank, have involved the commercial bank of the shareholding system .Though credit centralized has certain certainty nation, the negative effect can't be ignored。

The third part is a subject part of the thesis。Almost all the countries have all kinds of decentralized rules, and it‘s purposes lies in restraining the bank from credit concentrating on the specific customer and the group of customer of the one-sided economy risk. 
The fourth part is the temporary lodging of the thesis. It Probe deficiency and perfection accused of in credit centralized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credit risk   credit centralized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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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业的风险问题引起了全国上下高度关注。我国金融业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主要目的的金融改革。强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强调金融机构独立自主开展市场化经营。与此相适应，商业银行在经营机制信贷管理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改革。突出表现在全国实施统一的信贷管理机制，加强信贷资金的集中管理，并提出信贷资金向优良企业、优势行业和发达地区倾斜的信贷营销策略。在这样的背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上收了信贷管理权限,将有限的资金重点投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和优质客户,出现了所谓“信贷集中”现象。由于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信贷集中现象。

信贷集中是银行改善经济效益的理性选择,就金融机构个体而言是正确的方向。倾斜的信贷管理操作方式在短期内对规避信贷风险,提高银行经营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银行实现经营收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选择。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符合“短视理性预期”,即过度考虑当前风险规避,没有充分前瞻地认识今后的风险集中问题。

信贷集中是商业银行的理性行为,必须得到决策当局的尊重。但是,信贷集中从长期看,不利于商业银行自身的激励机制建设,造就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因此监管当局必须对信贷集中予以规范。但我们不能简单采取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否则将造成行政干预和很高的道德风险。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散化规则，主要目的大多在于限制银行授信集中到个别客户和构成单一经济风险的客户集团。尽管这些监管的精确形式和内容上有较大的不同， 但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趋势，监管内容的倾向于一致。本文通过对各国信贷集中规制的比较，以期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起到借鉴的作用。

第一章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信贷集中

第一节  银行信用风险的概述

一、信用风险的概念 

信用风险是金融市场中最古老的也是最重要的金融风险形式之一。它是现代社会经济实体，尤其是金融机构、投资者和消费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它直接影响着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活动，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宏观决策和经济发展，甚至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关于信用风险的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传统的观点认为，它是指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也即债务人未能如期偿还其债务造成违约，而给经济主体经营带来的风险。另一种观点认为，信用风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信用风险指所有因客户违约所引起的风险。如资产业务中的借款人不按时还本付息引起的资产质量恶化；负债业务中的存款人大量提前取款形成挤兑，加剧支付困难；表外业务中的交易对手违约引致或有负债转化为表内负债等等。狭义的信用风险通常是指信贷风险。第三种观点认为，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借款人或市场交易对手违约而导致的损失的可能性；更为一般地，信用风险还包括由于借款人的信用评级的变动和履约能力的变化导致其债务的市场价值变动而引起的损失可能性。因此，信用风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交易对手的财务状况和风险状况。 

本文持第三种观点。随着现代风险环境的变化和风险管理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定义已经不能反映现代信用风险及其管理的本质。例如，传统的信用风险主要来自于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但贷款流动性差，缺乏像一般有价证券那样活跃的二级市场，银行对贷款资产的价值通常是按历史成本而不是按市价的方法衡量，只有当违约实际发生后才在其资产负债表中做相应的调整，而在此之前银行资产的价值与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及其变动并无太大的关系。从当今组合投资的角度出发，信用资产组合不仅会因为交易对手(包括贷款借款人、债券发行人等)的直接违约而发生损失，而且交易对手履约可能性的变动也会给组合带来风险。一方面。一些影响交易对手信用状况事件的发生，如信用等级降低、盈利能力下降，造成所发行债券跌价，从而给银行带来风险。另一方面，在信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易市场使贷款等流动性差的资产价值能得到更恰当和及时的反映。如在西方的信用衍生品市场上，信用产品的市场价格是随着借款人的还款能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动的，这样，借款人信用状况的变动也会随时影响银行资产的价值，而不仅仅在违约发生时出现。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现代意义上的信用风险不仅包括违约风险，还应包括由于交易对手(债务人)信用状况和履约能力上的变化导致债权人资产价值发生变动遭受损失的风险。与传统的信用风险定义相比，这种信用风险的解释更切合信用风险的本质。

信用风险与信贷风险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信贷风险指在信贷过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性，使借款人不能按时偿还贷款，造成银行贷款本金、利息损失的可能性。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信贷风险与信用风险的主体是一致的，即均是由于债务人信用状况发生变动给银行经营带来的风险。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其所包含的金融资产的范围，信用风险不仅包括贷款风险，还包括存在于其他表内、表外业务，如贷款承诺、证券投资、金融衍生工具中的风险。但由于借款业务仍然是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所以信贷风险是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主要对象。

二、信用风险的特征

（1）信用风险的概率分布

与市场风险
相比，信用风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概率分布，通常我们认为市场风险的概率分布可以被假定为正态分布，因为市场价格的波动即由此带来的投资损益以期望值为中心，主要集中于相近的两侧。
然而信用风险的分布与之不同，对于无担保贷款其风险，其风险特征是在贷款收回的情况下，放款人获得正常的利益收益，但一旦风险转化为实际损失，这种损失要比利息收益大得多。这一特征使我们难以对信用风险作正态分析，从而使信用风险的分析比市场风险更加困难。

（2）信用风险具有明显的非系统性风险的特征

信用风险的非系统性风险的特征明显，而市场风险则具有较强的系统性风险特征。尤其是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尽管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也会受到诸如经济危机等等因素的影响，但多数情况下还是取决于与借款人明确联系的非系统性因素：如投资方向、借款人的经营活动能力，借款人的财务状况甚至借款人的还款意愿等。因此，用多样化投资来分散非系统性风险的原则是更适用于信用风险管理的。尤其是在信用风险管理缺乏类似于市场风险管理的那些对冲手段的情况下，多样化已成为信用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根据多样化投资分散风险的原理，银行的信贷业务应该是全面的，不要集中于同一行业、同一性质甚至同一国家的借款者。银行可以通过贷款出售或者与其他银行组成银团贷款的方式，使自己的授信对象多样化，从而分散和降低风险。
（3）信用风险的观察数据少，且不易获取

造成这一局限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贷款等信用产品的流动性差，缺乏二级交易市场。而对市场风险而言，各种金融产品发达的二级市场为观察市场风险提供了大量的数据，从而使得运用各种数理统计模型来衡量市场风险成为可能。其次，二级市场的交易损益的衡量，一般可以采取盯市的原则。市场风险的变化能得到及时的反映。但信用产品一般不采取盯市的方法，而通常在贷款违约发生前采用账面价值，因而其数据难以反映信用风险的变化。最后贷款的持有期限一般较长，即便到期出现违约，其违约频率也远比市场风险的观察数据要少。

（4）外部性 

信用风险给银行造成的损失或失败，不仅影响银行自身的经营和发展，更突出的是导致众多的储蓄者和投资者的损失或失败。因为银行的自有资本十分有限，银行凭借信用中介作用使社会经济中的投资和融资个体紧密联系， 银行的损失会迅速扩散到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造成整个经济运行的全面衰退, 这是银行风险负的外部性的具体表现。实际上，银行信用风险的外部性与金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以及金融服务，特别是基础性金融服务所具有的“准公共性”的特点有关。这也是各国监管机构都对金融业进行特殊监管的原因之一。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其生产成本不应由银行独自承担，这一负的外部性及公共产品特征导致政府部门需要对金融部门有一定程度的干预与监管。但是另一方面银行监管部门对银行的监管又隐含了对银行的担保和承诺，例如存款保险和太大而不能倒闭（too－big－to－fail）等。这也会产生银行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道德风险问题。

（5）不同类型风险之间会互相影响。

信用风险与其他金融风险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关系。例如，流动性风险使银行没有足够的“头寸”来满足客户提取存款或按合同使用贷款的需要，使客户面临着信用风险，而银行由于不能按时支付资金，它所赖以生存的信誉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从而造成业务萎缩，甚至因此而倒闭。又如，决策性风险等经营风险往往会引发信用风险，像银行管理层过多地将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就是对房地产投资风险认识不足而做出的错误决策，从而最终引发房地产货款损失，出现较大的信用风险。

（5）信用风险管理实践中存在着信用悖论现象。

信用悖论是指一方面，理论上要求银行在管理信用风险时应遵守投资分散化多样化的原则，以防止授信集中化，尤其在缺乏有效对冲信用风险的手段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实践中银行信贷业务往往显示出该原则很难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因为：一是银行对信用状况的了解主要来源于长期发展的业务关系， 因此银行比较偏向将贷款集中于有限的老客户企业，二是银行倾向于把贷款对象集中于自己比较了解和擅长的某一领域或某一行业，三是贷款分散化使得贷款业务小型化，不利于银行在贷款业务上获取规模效益。

第二节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与信贷集中

一、银行信用风险理论根源

1、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特征 　 

施蒂格勒1961年发表了《信息经济学》一文
打破了一直统治着经济学理论界的基础假设——完全信息假设，强调信息的不完全性，并首次将信息问题引入经济学领域。由此，不完全信息理论的地位逐渐确立起来。信息经济学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对称对个人选择和制度安排的影响。信息经济学认为，现实世界中信息是不完全的，或者是不对称的，即当事人一方比另一方掌握的信息多。信息经济学建立了委托——代理模型来分析当事人行为，进而对经济现象做出解释。该模型认为，契约达成后，当事人双方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掌握信息多的一方为代理人(agent)，另一方为委托人 (principal)。委托人欲使代理人按自己的利益行为，但委托人无法直接观测到代理人的行为选择，只能观测到一些变量，因而具有代理人行为的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造成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包括事前行为和事后行为， 事前机会主义行为称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即在达成协议前，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使委托人签订不利的契约。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称为“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即在达成契约后，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不履约或“偷懒”
。

2、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同样适用于银行信贷风险的分析。在银企信贷市场上有众多风险程度不同的企业，当银行不能观察到项目投资风险或确定投资风险成本太高时，银行只能根据企业平均风险状况决定贷款利率。这样，那些低风险的企业由于借贷成本高于预期水平而退出借贷市场，剩下愿意支付高利率的企业都是高风险企 业，因为从事高风险事业甚至投机性事业才可能获得超额利润来偿付高利息。这样，贷款的平均风险水平提高，银行收益可能降低，呆账增多，银行风险增大。随着实际利率的提高，必然出现两种结果：一是风险偏好型的借款人将接受贷款人的出价，而风险回避型的借款人将退出申请人的队伍，这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二是因为银行不可能全面地对借款人的行为进行监控
，任何借款人都倾向于改变借款的用途，投入到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这就是借款投资的高风险激励效应。因此对任何一类借款人所收取的实际利率的提高，借款人违约的可能性相应增加。因此，银行必定要采取一定的对策努力对客户的风险加以分辨，同时实行“信贷配给”，即：银行在按贷款利率进行配给的同时还实行数量的配给。或者说，银行在需求大于供给的信贷市场形势下有可能不愿意提高贷款利率，而是宁愿实行数量配给，对申请贷款的企业进行筛选。

然而对企业进行筛选本身是有成本，而且无论如何不良贷款总是会存在的。因此当银行的内控机制特别是激励机制设计的不尽合理，对不良贷款率控制过于严格时，往往会使信贷人员的从众心理增强倾向于将贷款发放给大企业、大集团和基础建设或者倾向于发放中长期贷款，延长还款时间。

 3、信贷市场中的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发生在交易之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借款人对银行的道德风险表现在：借款人利用信息优势，不履行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而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有三种具体表现形式：一是改变资金用途。一旦贷款发放出去，贷款人就很难对借款人进行监督，如果借款人有不偿还贷款的动机，借款人就可能去从事贷款人所不希望看到的高风险投资或投机活动，使贷款人受到道德风险的伤害。道德风险的发生正是因为 借款人有从事高风险活动的动机，一旦成功，借款人享受好处，而失败则由贷款人承担大部分损失。借款人还可能将借款用于其他方面，以改善自己的福利。二是一些有还款能力的借款人可能隐瞒自己的收入，有还款能力但却不归还银行贷款，特别是在缺乏对违约的相应制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三是借款人取得资金后，对于借入资金的使用效益漠不关心，不负责任，不努力工作，致使借入资金发生损失。借贷双方的委托代理利益冲突使许多贷款人决定不再放款，这样整个社会的贷款与投资便会少于社会最优水平。

因此，在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拥有信息的优势的借款人按照银行贷款合同要求行动，银行的贷款合同契约必须符合激励相容条件，即借款人在可以选择的行动中，选择银行意愿的行动可以使借款人的效用最大化。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就是必须存在着令借款人自觉从事诚信行为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信用文化）。 

二、银行信用风险的现实起因

从理论根源上看，银行信用风险的产生和存在，既有银行业低资本运营的天然内在脆弱性，也有外部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一点前面已做详细的阐述，以下就信用风险的现实起因作进一步分析。

在信用活动中，不确定性包括“外在不确定性”和“内在不确定性”两种
。外在不确定性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是经济运行过程中随机性、偶然性的变化或不可预测的趋势， 如宏观经济的走势、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政治局势、技术和资源条件等等。外在的不确定性也包括国外金融市场上不确定性的冲击。一般来说，外在不确定性对整个市场都会带来影响，所以，外在不确定性导致的信用风险等金融风险又称之为“系统性风险”。显然，系统性风险不可能通过投资分散化等方式来化解， 而只能通过某些措施来转嫁或规避。 内在不确定性来源于经济体系之内，它是由行为人主观决策及获取信息的不充分性等原因造成的，带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内在不确定性可以通过设定合理的规则，如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市场交易规则等方式来降低其产生的风险。所以，内在不确定性产生的风险又称之为“非系统性风险”。

信用风险就是一种典型的非系统性风险。也是金融市场的一种内在的推动和制约力量。由于金融市场上有无数参与者存在，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交易发生，因此，金融市场上有大量的信用风险客观存在着。它既给金融市场每个参与者带来许多机遇，也带来巨大挑战。谁能洞察金融市场变化，采取有效管理规避负面影响，迅速行动把握时机，那么谁就能获得较好的收益，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胜利；相反，如果不能把握金融市场的动态，不能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制定或调整政策，那么就可能陷于被动，就可能遭受损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信用风险促进了金融市场参与者管理效率的提高，增添了金融市场的活力。另一方面，信用风险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具有警戒作用，能够对金融市场参与者产生一定的约束，从而对整个金融市场起到调节作用。例如，信用风险可通过风险的警示作用及其严重后果的破坏作用，避免社会资源过度集中于某 种产业，发挥着“无形之手”的作用。 
三、信用风险管理与信贷集中

商业银行就是以经营风险、控制风险、管理风险为发展目标的，风险管理的好坏决定了商业银行经营的成功与否。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的核心技能就是确定风险与报酬的对应关系，并进行相应定价和营销的能力。因此对客户授信并承担相应的风险是银行创造收益的一个重要途径。

信用风险管理是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许多金融机构危机都是因没有充分关注资产的组合管理而导致的恶果。由于它们过去总是在单个客户分析的基础上作出放贷决策，而甚少从整个视角进行分析，这样就导致了过度的风险集中，从而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广泛地讲，信贷集中是指当一家金融机构对某个人或企业以及某类产品、某个地区、某个主权国或某个部门的贷款或信用扩展达到一定水平时，即出现信贷集中。其中贷款包括“所有直接与间接地对一个人的贷款”，信用扩展的概念就广地多。诸如信用证和个人财产租赁等业务就被视作信用扩展。当然并不是银行提供的所有信贷业务都被视为是贷款或者信用扩展而受到限制，因为有些风险是或然发生的。这类风险集中发生不利变动时，就可能会对金融机构造成极大的影响使之无法继续运行。防止风险集中的一种保护性措施就是设定单个借款人的信用额度。这个额度可能由监管者设定，也可能是金融机构根据自己的信用政策设定的。

对信用风险而言，分散化的理论是从Harry Markwitz的分散化理论开始的，这一理论最早是运用于证券市场的，后来也运用在信贷产品组合中。分散化是有益的，简单地说，就是多个小赌比一个大赌要强。当然并不是所有意义的分散都有助于降低风险。Coopers和Lybrand（1993）在研究地理分散化的作用时考察了340家银行的资产组合，研究发现地理分散化程度高并不一定能降低组合的风险，有时还可能出现反面的情况。实际上，影响银行信用风险的因素很多，分散化仅仅是降低风险的一个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就监管层而言，对信贷集中的管控应该是适度的，因为对未来风险的预测能力，监管当局并不必然高于微观主体。

第二章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现状

信贷活动是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尽管目前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但信贷业务仍然是银行的核心业务，贷款收益还是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贷款业务在给银行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不少风险。信贷风险是最古老的风险，而且潜在损失的规模风险也许是最重大的损失。西方商业银行虽然已经300多年的发展历程，但迄今为止“贷款利息收入通常占银行收入的一半以上”。而在我国，由于所提供金融产品品种的有限，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贷款仍然是最主要的授信形式，贷款利息收入往往占银行全部收入比重的80%以上。

因此，在我国，信贷风险是信用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对信用风险的法律控制也主要表现在对贷款的控制。贷款集中是指对单个借款人，或一大批相关借款人的大额集中贷款，或对特定行业经济部门和地区的集中。应当说，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信贷集中有一定的必然性，银行趋利性的特点必然会导致银行资金集中于高收益的项目，也有利于银行培育优质客户，实现集约化经营。但过度的信贷对象趋同和行业集中势必导致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又给金融风险的防范带来难点。

目前，我国信贷集中的现象非常严重。不仅国有银行信贷过度集中于少数行业、少数地区和部分大企业、大集团；许多在建立之初定位于服务中小企业地方经济的城市商业银行在信贷中也是“工农中建”化，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撤并机构，留下大量服务空白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弥补这些地域的服务真空，而是也加入了争相向大企业、大集团贷款的行列。

第一节  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现状
1998年以来,伴随着商业银行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显著表现是:机构收缩、信贷管理权限上收、贷款投向趋于集中。这种信贷集中,一方面是商业银行深化改革的自然结果,有其合理性;另一方面则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此负面影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具体表现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集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贷机构集中  信贷机构集中的背景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机构体系安全运行。信贷机构集中的实施则是在政府有计划的部署下得以逐步完成的。1997年11月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针对国有商业银行提出,按照“经济、合理、精简、高效”原则,积极稳妥、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进行撤并。199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关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得到国务院批准,方案要求中、农、工、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省级分行与所在城市分行合并,地市支行适当精简,县支行及其网点机构进行撤并与调整。其中,除农业银行尽量保持县级支行外,其他三家都要精简,其比例为:工商银行20%,建设银行30%,中国银行10%,并规定应在2000年年底之前完成撤并工作。正是在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机构体系安全的背景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按照要求,大刀阔斧地开始了精简机构和裁员。仅1998年一年就撤销机构9556家;至2002年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由1997年的153704个锐减至98944个,减少了54760个。见表1。

表1　1997—2002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

	时间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合计

	1997
	41990
	63676
	15251
	32787
	153704

	1998
	39986
	58466
	15227
	30469
	144148

	1999
	36908
	56539
	14368
	27886
	153701

	2000
	31671
	50546
	12925
	26767
	120909

	2001
	28345
	44417
	12529
	23921
	109212

	2002
	25960
	39286
	12090
	21608
	98944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8-2003）

信贷管理权限集中  1998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大规模上收贷款管理权限,其贷款审批权限逐步上收到省行和总行,地市及以下分支机构基本上丧失贷款权限和经营自主权。调查资料显示,当前国有商业银行项目贷款的审批权限主要集中在总行和省行,省以下机构对项目贷款和新开户企业贷款没有审批权,只有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且金额不大。湖南省农业银行一类行贷款权限为1200万元,二类行为800万元,三类行为500万元;工商银行中心城市行贷款权限为2000万元,其他地市行为1500万元,县级支行没有贷款审批权。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2001年规定,除个人消费、存单质押等零售类贷款之外,公司类贷款的发放权全部集中在省行。
相当比例的县以及县以下的基层分支机构逐渐拆并,没有拆并的县级分支机构权限受到限制,仅拥有10万元以下的小额抵押贷款权限,其余项目贷款仅有推荐权而没有贷款权,营运资金的空间很小。

贷款期限集中  贷款期限集中的具体表现是短期贷款投放比例下降,中长期贷款比例提升。1998年,国有商业银行短期贷款余额为11942221.27亿元,中长期贷款余额为12789.45亿元,分别占当年贷款余额的76.75%和23.25%,至2003年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余额分别达48815.90亿元和45308.05亿元,占当年贷款余额的比例为51.86%和48.14%。见表2。

表2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贷款余额及占比情况表  (单位:亿元) 

	年份
	各类贷款总额
	短期贷款
	
	中长期贷款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1998
	55011
	42221
	76.75
	12789
	23.25

	1999
	57456
	40685
	70.81
	16769
	29.19

	2000
	58251
	39100
	67.12
	19150
	32.88

	2001
	64663
	37650
	58.22
	27013
	41.78

	2002
	74078
	41055
	55.42
	33023
	44.56

	2003
	94124
	48816
	51.86
	45308
	48.14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8-2003）国有商业银行年报

贷款区域集中  在一定意义上讲,贷款区域集中是贷款机构集中和贷款管理权限集中的结果。由于效益好的重点企业、大中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大多集中在中心城市、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因此,伴随贷款机构集中和贷款管理权限上收,贷款开始向大城市、中心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形成了区域经济格局中资金上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见表3。

表3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年新增贷款分地区情况表(单位:亿元)

	地域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全国年新增贷款
	
	6850
	7910
	6413
	9398
	14459

	东部地区
	新增
	4439
	5103
	4152
	6360
	9846

	
	占比
	64.81
	64.51
	64.75
	67.67
	68.09

	中部地区
	新增
	1277
	1191
	1147
	1875
	2465

	
	占比
	18.63
	15.03
	17.87
	19.95
	17.05

	西部地区
	新增
	1012
	1123
	978
	1285
	1774

	
	占比
	14.17
	14.19
	15.24
	13.66
	12.27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8-2003）国有商业银行年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月报》2003

第二节  银行信贷集中的经济学分析

客观的讲，银行信贷集中并非新问题，只是近年来信贷集中趋势愈演愈烈，并使该问题凸现并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这种趋势的形成，总体来说，是银行内部利益驱动与外部经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一、信贷集中产生的现实背景

银行集约经营规避风险的经营理念，是近几年形成信贷集中趋势的主导因素。首先，近几年来受宏观形势影响，相当一部分企业效益滑坡，偿债能力弱化，逃废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例较高， 商业银行为保证自身效益，除了积极盘活存量资产之外，主要是调整、控制新增贷款的投向。各行为寻求贷款的最佳效益均优先支持规模较大的企业。审批流程中的一些指标主要偏重于资产规模大经营收入高的企业，使得自身经营规范的大型企业比较容易通过审批。 其次，随着商业银行一级法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授权授信的加强，各商业银行上级行加强了系统内资金的统一调度和集中使用，信贷集约经营使基层商业银行的放贷权限削弱。特别是对基建技改等长期贷款由上级行实行严格的控制 使基层行即使有放贷之心，也无放贷之力。极大地制约了基层行的信贷投放能力。第三，出于防范信贷风险的需要，各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实行审贷分离制度、第一责任人制度，但责任与激励机制不对称，导致信贷人员在审查项目时慎之又慎，往往采取回避风险的消极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贷款发放范围的相对集中。

信贷资金运动规律客观上促进了各商业银行在信贷总量安排上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倾斜政策。信贷资金运动的基本要求是按照G---Gˊ的路径实现信贷资金的顺利归流并带来尽可能高的增值(△G)。因此,经济基础较好、发展较快、资产质量较高、银行盈利能力较强的地区必然对社会信贷资金形成较强的吸引力,诱导资金向这些地区流动。包括省际间及省内各地区间的流动。如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总行基于浙江省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和金融运行态势,近年来纷纷对浙江实行倾斜政策,增加在该省的贷款投放或做出增加信贷投入的承诺。2002年建行、农行先后承诺在未来3--5年增加对浙江省贷款投放500亿元和1000亿元。 2003年初工行又承诺在未来四年增加对浙江省贷款投入2000亿元。又如浙江省内某行上半年新增贷款中有近90%集中投向于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和金华等经济发达地区。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对风险的规避客观上将信贷资金引出一条“窄胡同”。基础设施、房地产、个人消费及大企业、大项目等成为各家银行贷款的首选。在目前信用环境不尽如人意，银企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为规避风险往往愿意将资金投向具有政府信用背景的基础设施贷款，投向一些目前情况下盈利丰厚的行业：如房地产或一些大的，至少表面上实力较强的集团企业以及个人消费信贷领域。而不愿或较少涉足整体上信息透明度低、信用程度欠佳的中小企业以及尚处于艰难改制中的国有企业。此外对信息成本的权衡及从众心理的存在，也使得银行机构在对大企业、大项目的贷款营销中容易形成跟风效应，进一步加剧贷款集中趋势。

商业银行内部考核机制上存在的偏误。主要是对不良贷款指标的考核，增强了银行经营者乃至信贷人员在贷款营销方面对基础设施类中期、长期贷款的偏好。近年来，各银行机构在积极消化存量不良贷款的同时，普遍加大了对新增不良贷款的控制力度，制定了严格的内部考核办法和不良贷款责任追究制度，但在追究不良贷款形成的责任时方式简单，使基层经营行及信贷管理人员面临巨大的压力。在贷款营销的方向选择上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 往往更倾向于发放中长期贷款。因为贷款期限长可以将贷款风险尽可能往后推迟。此外，在目前(银根)偏松的情况下，基层经营行无论是出于快速扩张贷款规模、争夺有限的市场空间目的，还是为完成上级行下达的信贷投放任务，将贷款投向资金需求量大、期限长的行业无疑是一条捷径。

地方政府的建设热情对银行贷款集中趋势产生了强有力的催化作用。随着地方政府换届，新一届政府的建设热情普遍高涨其表现就是城市化扩张。而城市化扩张又是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路桥建设、工业园区建设等为主要载体。并伴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资金密集型的领域必然形成对信贷资金的强大需求。许多地方政府千方百计为当地支柱企业寻求贷款支持，甚至干预金融机构的贷款投向，地方金融机构难以顶住压力促使信贷投放相对集中。

二、贷款集中趋势的负面效应分析

银行贷款集中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并使存量不良资产得到稀释。新增风险被暂时掩盖,也许能为地方经济的提速添加动力,但它损害的是银行业的长期利益，损害的是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效应之一：银行贷款地区集中趋势对缩小地区差距的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不利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一方面容易导致部分地区经济过热,大量的重复建设和低效投入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会损害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一些地区不顾客观实际,盲目设立各种工业园区。另一方面，落后地区：包括县域经济得不到必需的资金支持，导致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最终影响到整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如果社会资金一味按其逐利本能自由流动，缩小地区差距的愿望将会落空。

效应之二：银行贷款集中于少数行业，容易制造行业泡沫。使单个银行机构乃至整个银行业面临较大的潜在风险。尽管目前理论与实践部门在房地产等行业是否存在泡沫的问题上尚存在较大分歧，但房地产业潜在的风险问题是难以回避的，有关调查的结果显示：目前房地产开发项目普遍存在项目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房地产开发的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 一旦房地产业转入不景气 。这种不景气的周期性出现规律已为历史所反复验证。银行业积聚于房地产业的潜在风险将转化为现实的巨额不良资产，对于基础设施贷款而言其潜在的行业风险也概莫能外。 尽管基础设施贷款大多以财政信用 、财政承诺为背景，但地方财力究竟具有多大的承受能力，建设项目是否能成功并取得预期的现金流等均存在较大的变数。而且，从法律的角度看财政担保或承诺方式本身的法律效力也值得商榷。

 效应之三： 以过多的资金追逐少量的行业、企业和项目会导致非理性竞争。 扭曲信贷行为和银企关系并诱致信贷违规行为不利于提升我国银行业整体经营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各家银行贷款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少数的行业、企业和项目，形成大量的资金追逐少数行业企业和项目的现象，使银行之间在这些领域的竞争日益“白热化”，在利率资金价格未实现市场化的前提下，放松贷款条件、提供额外的补偿或优惠往往成为银行间盲目竞争的筹码，致使违规行为屡禁难止。同时，随着信贷资金供求格局的逆转，借款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银行的贷款营销沦为非理性的“贱卖行为”，不仅在贷款条件的掌握上呈现 “软化”趋势，银行贷款的“三查”原则也纷纷失守，特别是贷后跟踪调查几乎名存实亡，其结果，不仅扭曲银行的信贷行为，损害银行的管理机制，还影响整个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的提高。

效应之四： 资金供应上的“马太效应”使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进一步棘手。由于中小企业总体状况是规模小、财务核算和内部管理相对欠规范、信息透明度低且稳定性较差，银行要准确评估其信用和偿还能力，不仅信息成本高，而且实际操作困难重重，对贷款的事后管理也力不从心。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的银行回避对中小企业的授信，也是情有可原，但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加剧资金供应上的“马太效应”。一方面使本来在资金市场上处于弱势的中小企业 “雪上加霜”，一些具有良好潜质的中小企业也因缺乏必需的资金支持而走向发展的反面。另一方面!银行贷款高度集中于少数的行业、企业和项目， 使社会资金的配置效率降低甚至导致资源、资金浪费。

有一种认识需要创新，支付危机并不是银行风险的唯一爆发形式，银行资金的扭曲低效配置才是我国当前银行业及宏观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我国的监管重点目标总是保付保付，事实上，在我国现今依然以国家信用为主导的情况下，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为支撑，国有银行有庞大的机构和资金规模总量，并且资金调集迅捷，居民有坚定信心和良好的储蓄习惯，特别是对现代银行来说，除非综合性社会经济矛盾严重失控，大的挤兑风险在理论上存在，中期内实际发生的概率不大。相比而言，银行资金的无章配置和产出低效具有更大的现实危害，大量的资金被闲置和浪费具有更大的经济杀伤力，好钢不能用在刀刃上，信贷结构和产业结构脱节失衡，这将大大延缓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贻误当前千载难逢的和平建设时机，也使银行业的长期风险逐步聚集。

银行贷款集中趋势及其效应反映的其实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问题。从个体理性出发，银行机构贷款向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领域集中趋势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个人完全理性决策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全社会无理性的后果。恰恰是这种个体理性的交互作用导致了整个社会信贷投向高度积聚于少数的行业、企业和项目的非理性结果，形成整个系统巨大的潜在风险。如何协调这一冲突，由于银行贷款集中趋势本质上是信贷资金为市场所驱使的结果。因此市场的手段在此显然已失灵，必须借助政府调节这双有形的手，通过宏观总量调节适当控制银行机构贷款 、规模扩张的能力。从而实现对贷款集中趋势的间接调控。这也许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但必须充分考虑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以及相关政策的配套。在调节力度上须适中，从微观方面看，运用监管手段来调节银行机构的信贷行为，进而实现对银行贷款集中趋势的调控，则有助于形成一种控制银行贷款风险集中的长效机制。

第三章  各国信贷集中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的比较

信贷集中的表现形式很多，有很多与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和管理机制有关。如前文所提到的信贷机构集中、信贷管理权限集中、贷款期限集中、贷款区域集中等。但是这些大多属于银行内部事务，监管当局直接管制是比较少的。特别是随着90年代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各国纷纷拆除了信贷上的诸多限制。虽然对信贷的管制仍然存在，但已经非常有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大额风险集中的规制。对银行信贷过度集会中于某些行业的管控，各国有较大的分歧。这主要是因为信贷行为是银行的自主经营行为，监管当局面临这样的矛盾：既要给银行充分的经营空间或经营自主权，同时又要控制和防范其业务风险。

第一节  大额风险集中的法律规制

监管者可能出于许多目的对大额风险集中的进行限制。但首要的目的就是分散风险，其次是利益分散。分散风险是银行业重要的一环。以往很多银行倒闭的案例，都是由于某种风险集中的问题造成。银行必须避免因对某交易对手、行业、经济环境、国家或地区承担过分风险而引起不适当的风险集中。

监管当局通常认为：尽管风险集中是银行业本身的潜在问题，无法完全避免，但银行仍可采取适当的风险监管及分散措施，以遏制及减少这些风险。利益分散的目标是要把银行的贷款分散在一个社会中从事不同行业的众多借款人手中，这是从信贷服务的准公共性出发提出的要求。这两者其实是相互促进的。因为对信贷风险集中的关注将会导致利益的分散。

一、大额风险集中的有关基本界定

对于大额风险集中监管的适用对象，各国的规定有相同点也有重大区别。对于风险集中所针对的“风险”概念，各国也略有区别。

欧盟所采用的是大额暴露的概念。其监管主要是由《关于管理和控制信用机构大额风险的92/121/EEC指令》(以下简称《大额暴露指令》)及有关指令来完成的。《大额暴露指令》的适用范围，根据指令第2条的规定，该指令适用于依《第一银行指令》第1条获得许可的信用机构。所谓信用机构，是指“从事接受公众存款或其他应偿付资金并以自己的名义发放贷款业务的企业”。欧盟将大额暴露（large exposure）定义为信用机构对某一客户或关联客户集团的风险暴露，如果其价值等于或超过该信用机构自有资金的10％。根据指令，“暴露”包括了资产与资产负债表外项目，也就是包括通常意义上信贷和可能产生信用风险的表外项目
。欧共体对大额风险暴露的监管始于1986年，最初是以推荐书的形式发布推荐意见，为管制信用机构大额风险制订了一个基本方针，之所以采用推荐书的方式，是因为它允许对现行体系作逐步调整并在不破坏共同体现行银行体系前提下建立新体制。该指令主要建立在管制需要的基础上，具有双重目标。首先，指令试图统一成员国用于衡量风险集中程度的标准；其次，指令要求这种标准的统一不得损害公平竞争，它应使所有共同体内的信用机构受到相同规则的约束，而且对大额暴露的限制可使更多的信用机构不向某一特定客户提供援助。

香港在大额集中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银行业条例》第81,87,88条，香港金融管理局监管政策手册(CR-G-8)－《大额风险承担及风险集中》等。监管当局是从风险集中的角度来监管信贷集中的，不以机构为限。因此这些限制是适用于香港所有的本地注册认可机构。香港实行三级银行制，持牌银行（类似商业银行）、有限牌照银行（类似商人银行或投资银行）和接受存款公司（类似财务公司）统称为“认可机构”。从这些限制适用来看，监管当局的监管不是从机构出发，而是从产品线出发。香港金管局认为：认可机构对风险承担及风险集中的管控包括以下各项：对一个人或一组有关联的人的风险承担的限度；持有股份的限度;持有土地权益的限度。由此可见，金管局对风险的监管亦不以贷款为限，而是包括各种形式的风险承担，涵盖了表内表外业务。金管局认为认可机构对一个人或一组有关联的人所承担的财务风险，包括以下各项的合计：给予该人或该组有联系的人的全部放款、贷款及信贷融通（包括信用证）；该机构持有由该人或该组有联系的人所发行的股份及债权证
；同时财务风险还包括下表所列的表外项目，在计算风险承担时将本金乘以一定的信贷因数，下表所列项目的信贷换算因数为100%。

表4

	项  目
	性  质

	直接信贷替代项目
	与直接给予信贷一样具有相同信贷风险及不可撤销的资产负债表外的业务。包括：担保、保兑信用证、备用信用证；及证券及承兑（包括有承兑性质的背书）。

	与交易有关的或有项目
	在客户没有履行某项有和约约束非财务上的义务时，由认可机构对受益人付款的不可撤销义务所涉及的或有债务。


	与贸易有关的或有项目
	涉及与贸易有关的义务的或有债务


	出售后再回购
权证
	认可机构向另一名人士出售一项贷款、证券或其他资产，但承诺于议定的未来日子按议定的价格再赎回该资产的安排。

	有追索权的资产出售或其他交易
	资产的出售，而资产持有人有关与议定的期间内，如有资产的价值或信贷素质的下降时，将该资产交回认可机构。

	远期资产购买
	承诺于指明的未来日子，按照预先安排的条款购买一项贷款证券或其他资产，包括根据认可机构批给另一方的认沽期而作出的承诺。

	部分缴付款项的股份及证券
	该等股份或证券的发行人，可于未来日子催缴的该等股份或证券的未缴款部分。

	远期有期存款
	任何由认可机构与另一方订立的协议，而籍该协议该机构将于某个预定的未来日子，按议定的利率存款于该另一方。

	票据的发行及循环式包销融通
	在此等安排下，借款人可籍向市场重复发行票据而在预先界定的期间内，在订明的限度内提取资金，而当该项发行证明无法在市场配售时，须由该项融通的包销商承担未配售的数额，或提供可用资金。

	其他承诺
	属以下情况的其他承诺：原定一年以下期间到期，或可由认可机构在任何时间无条件取消。


资料来源：香港金融监管局《监管政策手册》CR-G-8

在日本，过去银行是在大藏省银行局局长签发的通告基础接受大藏省的行政指导，受流动性资产比率管制、营业用不动产比率管理。在1998年4月实施“早期纠错措施”之后，以上管制均被取消。这样，目前维护银行稳健经营的管制措施仅剩下两项，即大额信贷管制和自有资本比率管制。另外，在银行管制由单个管制向集团管制过渡的过程中，为了预防银行与银行集团的企业之间发生集团内利益相悖的问题，日本引进了公平交易规则（Arm’s Length Transaction Rule）。当今，充实银行内部稽核监察功能已经成为全球性发展趋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日本当局也在《金融稽核指南》中提出要充实、加强内部稽核和监察。大额信贷管制是1982年修订的《银行法》中明文规定的一项管制措施，目的在于规避因过度集中向某些特定企业集团提供信贷而导致的风险，同时促进资产的有效运营。
此后，随着财务并表制度的实施银行监管体系由单个管制为主转变为银行集团管制为主，为了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日本政府对大额信贷管制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自1998年12月以来，如表5所示，银行以及接受信贷资金的企业双方都改为采用单个机构与集团整体同时监管的办法。

表5：对大额信贷资金的管理情况

（1）信贷限制
	
	向单个受信方提供的信用额度
	向受信方整体提供的信用额度

	单个银行
	自有资本规模的25%
	自有资本规模的40%

	银行集团并表
	自有资本规模的25%
	自有资本规模的40%


（2）并表（整体）范围

①授信方：银行集团，即银行＋子公司＋子法人等机构＋相关法人的合计。

②受信方：《商法》规定的具有亲子关系的公司。

（3）受到管制的授信范围：贷款、债务担保、出资以及其他类似于出资的信贷资金。

在美国，无论是州银行还是国民银行，在计算对某一借款人的贷款总额时，一般不仅要计算对该借款人的直接贷款，而且要计算对该借款人的间接贷款，包括对其合伙股权及子公司的贷款。美国法在信贷限制的对象上使用的概念是“贷款与信用扩展”。其中贷款包括“所有直接与间接地对一个人的贷款”，信用扩展的概念就广地多。诸如信用证和个人财产租赁等业务就被视作信用扩展。当然并不是银行提供的所有信贷业务都被视为是贷款或者信用扩展而受到限制，因为有些风险是或然发生的。

巴塞尔委员会对信贷集中的法律规制主要体现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第4节。巴塞尔委员会认为：贷款是银行的主要活动。贷款活动要求银行对借款人的信用水平作出判断。这些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借款人的信用水平也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下降。因此，银行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就是信用风险或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不仅存在于贷款人，也存在于其他表内与表外业务，如担保、承兑和证券投资中。由于银行未能及时认定发生问题的资产、未能建立准备金注销这部分资产并且未及时停止计提利息收入，这一切都曾造成严重的银行问题。对单个借款人或一组相关借款人的大额风险暴露反映了信用风险的集中，并且是造成银行问题的常见原因。大规模的贷款集中还可能发生在特定的行业、经济部门和地区，持有对同样的经济因素（如高杠杆交易）十分敏感的同类借款也会造成同样的问题。
二、大额风险的法定界限

大额风险的法定界限主要是指各国在银行对某一客户或关联客户集团承担风险额限制。欧盟法中大额风险的界限包括一般限制和特别界限。其中一般界限中有包括单个限制和集合界限。单个界限指信用机构对某一客户或关联客户集团，不能承受自有资金25%的暴露。这是该指令的一项核心规则。委员会强调该界限应视为“无缺点”暴露的最大上限。除了这种暴露之外，信用机构不得达到或接近这一界限。集合限制，该指令第4条第3款还对信用机构的大额暴露限额作出规定。据此，信用机构所承受的大额暴露总计不得超过其自有资金的80%。特别限制是指该指令为提交报告的信用机构对其关联企业(即信用机构的母公司及/或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母公司的子公司)的暴露规定了20%的特别界限。根据指令，当客户或关联客户集团是信用机构的母公司或子公司，或母公司的一个或更多个子公司时，单个大额风险暴露应减少到20%，。当然指令允许成员国采取其他措施或程序对这类暴露进行特殊管理后，可将这类客户的风险排除在20%之外。当然成员国应将所采取的措施或程序通知欧盟银行咨询委员会。由于长期以来，银行建管者都在担心由银行集团内部的信用问题而非外部因素所引起的破产，因此对关联企业的暴露限制比一般限制更为严格。

而在欧盟法生效以前，欧盟各国对单个客户的贷款限制有很大不同。如荷兰为资本的15%、比利时50%、德国75%、意大利100%。有时，可能对单个客户的贷款超出规定限额，但仅仅是在特定条件下，如荷兰和比利时在较高清偿力要求的情况下就允许。

在香港金管局认为，认可机构对任何一个人或一组有关联的人所承担的财务风险不得超过其资本基础
25%；持有一间或多间公司任何股本的总值不得超过其资本基础25%；认可机构所持有土地权益的限度同样不得超过25%。

而在美国，国民银行法对国民银行给某一个人的贷款数额加以限制。银行对单个人的贷款数额限制对国民银行来说，给某个借款人的没有充分担保的贷款限额为不得超过银行资本和公积金的15％，除此之外，还允许贷给该借款人不超过银行资本和公积金10％的贷款，但这些贷款必须由市场流通迅速的抵押品充分担保。

美国州银行的贷款限额不容易加以概括。对未担保的贷款的限额，各州规定有很大差异。一些州的贷款限额比国民银行的贷款限额宽松和富有弹性。许多州使用资本和盈余10%这一通用的限制，有些州规定为15%。后来放宽到20%。在各州的条例中，例外情况更普通，尤其是在农业州中，小城镇和农村的银行需要更多的自由，因为在它们的经营领域中没有很多大的贷款顾客、厂家、企业、农场与牧场。

加拿大银行法则规定每个银行发放的未经政府担保的抵押贷款的总额不能超过其加元贷款和信用债券总额的10%，每笔贷款的金额不能超过抵押品价值的70%.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对一个客户的大额贷款不能超过30%。
中国从 1994 年起也对贷款集中度问题做出过规定。 起初是限制任何银行对某一客户的贷款不能超过其自有资本金的 15% ，而后来在 1995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第 39 条中又将这比例降为 10% 。但是由于很少有银行详细披露贷款集中度方面的信息 因此也就难以对该问题做出准确判断，只能是一种粗略估计。

巴塞尔委员会在其《核心原则》中也要求监管当局必须制定审慎限额以限制银行对单个借款人、相关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敞口以及其他重大风险敞口。这类限额通常以各银行资本的百分比来表示。委员会认为，一家银行不经监管当局批准而向某一私人部门非银行借款人或密切相关的借款人借款的最高限额通常是资本金的25%。当风险集中到一定限度时，应当向监管当局通报。

三、大额风险的豁免

限制信贷集中的目的之一就是分散风险，如果某些贷款安全系数很高，几乎不存在信用风险，则无限制的需要，因此，许多国家对信贷集中限制的例外情况做了详细规定。信贷集中例外规定多数集中在以下方面：对本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及由其担保的贷款或者其他与政府有关的贷款、同业间的交易、具有特殊性质和法律地位的借款客户的贷款、具有特定抵押品的贷款等等。 

根据欧盟《大额暴露指令》，信用机构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守上述对大额暴露的限制。如果在特殊情况下暴露超过了限制，就必须毫不迟疑地向主管当局报告这一事实，而主管当局在条件许可时，得给予该信用机构一段期限以遵守该限制。但是，在例外情形下，这些界限也可被超越。《大额暴露指令》主要规定以下几种例外情形：（1）处于并表监管之下的信用集团的例外。根据该指令第4条第6款的规定，对于信用机构的关联实体，如果它们已被纳入提交报告信用机构的并表监管之下，那么依《并表监管指令》的规定，对实体的超过20%的暴露可以完全或部分排除在《大额暴露指令》规定的上限之外。
(2)第4条第7款规定的例外情形清单。贷款集中例外规定多数集中在以下方面：对本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及由其担保的贷款或者其他与政府有关的贷款
、同业间的交易、具有特殊性质和法律地位的借款客户的贷款、具有特定抵押品的贷款等等。

香港在这方面的规定有与国际共通的一面。其豁免风险承担包括：对其他认可机构的风险承担；对不是认可机构的境外注册银行的风险承担
；以现金、担保、类似担保的其他承担，或有关国家央行发行或担保的证券；由获得金融管理专员接受的联系证明书涵盖的风险承担；对香港特区政府或金融管理专员接受的任何其他政府的风险承担；对多边发展银行的任何风险承担
等。其中较有特点的是该豁免包括有“因房屋委员会在『居者有其屋计划』或『私人机构参建居屋计划』下给予认可机构的担保而引致对该委员会的任何风险承担；因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在『按揭保险计划』下的责任而对该公司承担的风险，该规则有利于香港『居者有其屋计划』的实行，可减轻放款机构的金融风险，鼓励认可机构对该计划放款，有利于改善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环境。我国可以考虑借鉴，当然风险豁免仅止于类似『居者有其屋计划』的内地的经济适用房，纯粹商品房的按揭风险不在此列。

四、风险集中的管控规则  

大额风险集中的管控在许多国家都是由银行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来共同完成的。由于大额风险管控所涉及的信息往往必须依赖银行向监管部门报送，因此在监管的过程中强调对银行董事会与管理层客以一定的义务，有助于提高被监管银行的积极性。

香港金管局就认为大额风险集中的管控是主要由认可机构董事局的监管、定期监察和独立审计来共同完成的。可见监管当局非常重视通过模式监管
使得控制风险的思路进入银行决策层
。董事局被要求应确保认可机构完全明白根据《银行业条例》所述的风险承担及风险集中控制下的法律责任；确保认可机构制定管控大额风险承担及风险集中的政策。该政策及日后任何修订均应由董事局审议通过；确保认可机构设立适当的程序及制度，以判别评估及管控大额风险承担及风险集中，并监察对以获通过政策的遵守情况；确保大额风险承担由认可机构适当的管理层批核。一般来说，信贷委员会应负责批核对客户的大额信贷。董事局应获得提交定期报告，以便检讨认可机构的大额信贷风险承担及风险集中。每间认可机构的大额风险承担及风险集中政策均应征得金管局同意，并需就任何政策的修订事先征询金管局的意见。澳大利亚也要求商业银行将大额风险贷款情况及时向储备银行报告。商业银行必须向储备银行提供控制单个客户大额贷款的措施，按季向储备银行提供大额贷款的详细情况。

在大额风险管控中，独立审计师有重要的作用。如香港就要求：认可机构对大额风险承担的管控是否足够，以及有关的内部政策、适用的法律与监管是否获得遵行，应进行定期的独立检查。认可机构应确保内部或外部审计师对其大额风险承担的质量机制进行定期检讨。检讨应确定：认可机构的有关政策、限度及程序是否获得遵行；及现行政策及管理机制仍然足够并能配合认可机构的业务。管理层应迅速采取纠正措施，以处理检讨所提出的关注事项及例外情况。认可机构还应设立遵守规定的独立监察部门
，以确保所有有关的内部及法例的规定与限度均获遵守。如有违反法例规定或偏离既定政策与限度，应及时向高级管理层汇报。在适当的情况下，违反事项更应及时向金管局汇报。澳大利亚也很重视外部审计师的作用。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规定，商业银行必须任命外部审计师进行内部集合。外部审计师由银行自行选定一家或数家。

同时，非现场稽核也是监管部门监管的主要方式。各国监管机构往往会要求商业银行按期向其提供各种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大额贷款就是重要的一项。例如澳大利亚对银行的稽核就主要是非现场稽核的方式来进行监管的。

现场稽核也有重要作用。贷款业务是美联储现场检查的重要部分，是各项检查的重中之重。其中主要就是对贷款的合规性和风险性的检查。在风险性检查中，就主要侧重于通过抽样对大额贷款与分类贷款进行检查。在银行检查中，主要是根据贷款的全部质量和贷款在不同条件下的风险评价银行贷款业务。在监督评价贷款中，首先，银行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将分析银行的贷款政策及政策执行情况。其次，他们将审查个别贷款，并特别注意信用额度较大的贷款。尽管银行不能避免某些不可预见的贷款问题和损失，但银行应该通过控制自己承担的风险来减少贷款损失。这样，在分析贷款风险时，美国银行检查员将要检查银行是否已避免风险过大的信贷，如投机交易贷款、对不合格的借款人贷款、将流动资金贷给好冒险的企业、不能由借款人现金流量及有形净资产偿付的未担保的贷款，银行给企业的贷款实际为股权投资。银行检查员还要检查银行贷款的期限搭配，并注意检查长期固定利率贷款是否过于集中。因为这类贷款在利率变动和通货膨胀时可能使银行遭受严重的利率风险。在美国70年代利率上涨和80年代初利率波动时，美国一些银行确实遭受了此类风险。

信息披露也是监管当局的重要监管方法。在银行监管中，传统上并不注重信息披露问题。但随着金融创新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监管机构在银行监管中垄断性地位减弱，就商业银行而言，监管机构不再是唯一的监管主体，市场监管体现出越来越强的约束力。对大额风险的监管也不例外，许多国家都按照一定规则要求商业银行在其披露的财务信息中包括大额风险承担方面的内容。对于上市的银行，各交易所要求披露的信息也包括该项。例如：香港金融管理局于1994年采纳了《认可机构披露财务资料的最佳执行指引》。其后，金管局扩大财务资料披露的范围，除了本地注册认可机构披露财务资料
外，金管局再发出有关本地注册认可机构披露中期财务资料
及海外注册认可机构披露每半年披露财务资料的指引。
五、责任制度 

 责任制度往往是通过对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客以一定的义务，来强化风险集中管控规则的实施。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监管当局对银行财务资料的了解是不足和较晚的，因此风险控制必须主要通过银行方面的内部控制来完成，但是足够强度的外部惩戒将督促银行方面严格执行规则。金管局要求认可机构须在《大额风险申请表》内向金管局申报大额风险，如有必要，金管局可要求个别认可机构另行遵守大额风险的不同申报。金管局对通知及申报违反事项也作了规定，认可机构被要求如有任何违反法定限度、汇集大额风险承担限度或其他经金管局同意的审慎监管限度，均应立即通知金管局。认可机构任何董事或经理
若有违反《银行业体例》第XV部任何条文，均属违法。金管局将根据每综案件的具体情况考虑是否建议起诉。若出现违反法律，金管局可考虑采取其他适当行动，如提高认可机构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或限制其业务发展。
此外，金管局可要就认可机构与其议定把风险迅速调降至低于法定限度或任何已同意限度的时间表，并定期汇报有关进展。这些责任制度有力的保证认可机构的董事和高管人员执行相关的监管规则，而这些正是我国所欠缺的。同时赋予金管局起诉采取适当行为的权利，对金管局而言即是权力又是义务，对监管层也施加了压力。

美国银行监督机构通常认为对某一借款人发放过多贷款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需要马上予以纠正。事实上，美国几家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的倒闭就是由于借款人使用各种有关股权和法人计策骗得了过多信贷的结果。违反贷款限额的银行经理要承担法律责任。对于故意违反贷款限额的国民银行经理，美国国民银行法规定，由该经理个人承担赔偿由于其违反法规行为而给股东或任何其他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对于虽然不知道发放了过量贷款，但过量贷款是因其重大疏忽造成的经理，国民银行法没有规定其法律责任，但他要承担普通法上的责任。如违反注意与谨慎义务的责任。

六、小结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散化规则（diversification rules），其目的在于限制银行贷款集中到个别客户或构成单一经济风险的客户集团。目前各国对风险集中的管控大多已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规则体系。
其内容大多包括了风险集中管控的适用范围、管控风险的类别、风险的豁免、风险管控的法定界限、管控的具体规则和责任制度。

在各项具体规则上，各国略有不同。但总体来看；对风险集中的管控是呈全面化和整体化趋势的。各国大多将信用风险集中管控的适用界定为信用机构，而非仅适用于银行。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信贷或授信业务已不是银行的专利。银行与非银行机构的差异性在减少，业务的同质性使得这些机构所积累的信用风险不容忽视，必须被纳入监管。许多国家的局部金融危机也已证明了这一点，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80年代的储贷协会危机。

各国所管控风险的类别也呈现扩展的趋势。贷款的概念大多被信贷所取代，而且还纷纷将表外业务的一部分也纳入规制范围。表外业务是指能对银行产生收入但在通行会计程序下不被列入资产负债表而仅可能出现在会计程序下的交易活动。这里的可能意味着并非所有的银行表外业务都须在银行的会计报表的脚注中注明。具体的说，就是狭义的表外业务
需在脚注中列明，而广义的表外业务中的中间业务无须注明。某些狭义的表外业务实际上具有信用扩张的功能。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表外业务有10种风险，其中首当其冲就是信用风险。表外业务不直接涉及债权债务关系，但表外业务多为或有资产和或有负债，当潜在的债务人不能偿付债权人时，银行就有可能变为债务人。如担保业务中，被担保的客户因某种原因破产，无法履行合同义务，担保银行便要承担赔偿责任。此外，在票据承兑、有追索取的贷款出售等业务中，银行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信用风险。因此对表外业务的信用风险也不容忽视，对银行通过表外业务形式为客户提供产生信用风险的授信也应计入风险暴露。

各国对大额信贷的管控是不断深化的。这一点日本表现的非常明显。为避免过度集中于某些特定企业集团提供信贷而导致的风险，和顺应财务并表制度的实施，银行监管体系由单个管制为主转变为银行集团管制为主，日本监管当局要求银行以及接受信贷资金的企业双方都改为采用单个机构与集团整体同时监管的办法。欧盟指令中也有类似的规定。这是因为随着银行由单个向金融集团的发展，金融集团的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市场的压力所致，其产生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利用集团内部的结构关系以实现协同效应、规模效应，从而降低营运成本、增加盈利。因此金融集团本身就蕴含着集团内部交易及风险集中的可能性。但这种交易及风险集中的效应是双向性的，在适宜的限度内，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健；反之，则会滋生新的金融风险。金融集团内部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传染性，而且通过在集团内部的业务分配，内部交易与风险暴露可以作为一种有目的的逃避监管或选择宽松性行业监管要求的办法。因此，对金融集团的并表监管显得非常必要。

限制信贷集中的目的之一就是分散风险，如果某些贷款安全系数很高，几乎不存在信用风险，则无限制的需要，因此，许多国家对信贷集中限制的例外情况做了详细规定。信贷集中的豁免，表明了监管当局对某些资产零风险的认同。将某些资产从风险资产中剔除，有助于鼓励机构持有这些资产，也通过传达当局的某些政策信号来实现当局的政策意图。较突出的例子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香港通过风险承担的豁免来支持金融机构对“居屋计划”放款。

无论外部监管多么完善，如果仅仅依靠外部监管，要达到有效监管都是非常困难的，成本也非常的高昂。因此信贷集中的监管要和银行的内控机制结合起来。银行在自己的经营过程中会通过学习过程吸取其他银行与自己的经验教训。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银行也会自己形成有关控制信贷集中风险的模式与惯例。相信每一位银行家都深谙“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规则，但在经济繁荣时期，社会范围内的乐观情绪和行业内的竞争，往往会使得这些模式与惯例在一定时期放松甚至放弃。这为管理当局的模式监管提供了空间。管理当局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力，通过制定有关措施奖励稳健的银行模式和惯例，惩罚冒险的模式与惯例，从而帮助稳健银行模式取得主导地位。当然，这一过程需要一定时间，但这才是治本的方法。这就要求在监管上要实现严厉与真实的责任制度和一整套完善的监控机制。从风险的识别、监测稽核、问责处置都要形成相应的机制。

必须明确银行监管的核心并不是那些数量指标，而是其中隐含的质量要求。对银行管理模式的判断和监管进行全面量化，这主要依赖管理当局的人员的素质和经验进行。只有银行对风险的关注渗透于其决策模式与惯例中，风险这颗种子才能在开始之地就难以继续生长。

第二节  银行信贷集中行业风险的法律限制－以房地产业务为例  

信贷集中于部分高收益行业，是银行的作为企业的理性选择，也是银行自主经营的应有之义。出于对银行经营自主权的尊重，各国目前还较少对行业、部门、地区贷款集中进行比例指标限制，基本上处于由银行自律监管的层面。
监管部门一般对不进行直接的指标控制，但对于房地产融资各国均有一定程度的限制。这是因为房地产融资所需资金量大，时间跨度长，不确定性因素多等特点易造成银行业的潜在风险。但必须明确的是各国监管机构对房地产信贷的管控，主要是出于对流动性的考虑，防止银行资产大量集中于流动性差的资产。

各国商业银行对房地产业提供的资金与各国房地产融资结构有很大的关联。实际上，房地产业，特别是住宅的融资在相当部分的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并不是主要依靠商业银行完成的。商业银行仅承担了一部分放款。
许多国家，房地产业所需的资金大多都是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来筹集。如在美国商业银行所提供的资金仅占住宅市场资金的15%。而在香港这样的地区，房地产金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而且由于融资的结构问题，使得房地产业对银行资金的依赖程度很高，房地产业的风险几乎全集中于银行业。但得益于香港银行业较高的管理水平和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香港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一直较好。

一、香港房地产信贷集中风险的法律控制

香港市场狭小，经济对股市与房地产业的依赖度较大，银行授信有天然的集中趋势。但香港银行一直以良好的资产质量，较低的坏帐率闻名于世。

银行客户的行业分布对香港银行的经营风险有较大的影响。若银行业集中某一两个行业，那么该行业的经营风险就决定着银行的主要风险。银行与客户进行交易是双方相互选择的结果，但银行对自己客户的行业分布的可控性较弱。在其决策模式与人力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其整体风险是银行本身不能直接控制的。而香港有限的土地资源，快速发展的金融体系，使得房地产与股市成为香港的重要部门。这就决定了银行客户群的主要来源。这种外在环境造成香港银行客户的行业分布不得不过分集中，而这类资产的价格有常常发生波动，大大增强了银行业的风险。银行业的危机往往是紧随着地产价格的崩溃而发生的。在信贷集中的行业控制中，对房地产业信贷风险的控制往往首当其冲。房地产由于其自身特点是银行的主要客户，但是，如果管理不当其所积聚的风险也非常惊人。在这方面，韩日等国的惨痛教训提供了最好的反面教材。

从下表中得知，1999年银行业对地产行业的贷款占总贷款的52%，对金融企业达10%。可见，银行业对地产业和金融业承担过度的风险，直接影响了银行经营的稳定性。诚然，由于外部条件所限，银行只能在外部给定的整体风险，这一前提下，在单个企业上控制风险，关键就是银行形成对风险控制的管理模式与惯例，对每个企业认真审查尽量缩小风险。故此，客观上要求政府加强监管。银行与客户之间存在着锁定联系，从而使对其客户的行业分布可控性较弱，当银行客户的行业分布集中时，银行业的风险难以分散。虽然银行在其经营过程中会采取自我限制的措施，防止其对特定行业的暴露，但竞争加剧往往会使银行自发采取这些措施成为不可能。因此监管当局的介入，变得非常必要，通过监管模式管制使得控制过分集中风险的思路进入管理层，以避免金融机构从事过分集中风险的商业行为。

表6

	行业类别（十亿港元）
	1997
	%
	1998
	%
	1999
	%

	有形贸易
	172
	8
	133
	6
	103
	5

	制造业
	111
	5
	95
	5
	80
	4

	运输及运输设备
	96
	4
	106
	5
	103
	5

	建造及物业发展与投资
	440
	20
	416
	20
	383
	20

	批发与零售业
	206
	9
	180
	9
	144
	7

	金融企业（认可机构除外）
	260
	12
	234
	11
	190
	10

	私人购买楼宇  
	540
	25
	589
	29
	608
	32

	其他用途
	154
	7
	143
	7
	138
	7

	其他
	230
	10
	196
	9
	174
	9

	总额
	2210
	100
	2093
	100
	1924
	100


资料来源：香港金融监管局1999年年报

因此，金管局对房地产信贷实施较严格的监管 。在房地产贷款的相关指引中规定各种比例限制并要求商业银行严格执行。金管局对各家银行每年的房地产贷款的增长预算进行审批,避免房地产信贷过快增长。按照金管局的理念,凡是过快的增长必然隐含重大风险。因此,金管局规定：商业银行必须每年将当年的房地产贷款增长预算提前报金管局审批, 增长必须先满足监管者风险控制的要求。对于增长过快的预算，金管局不予批准。一旦发现银行不按审批过的预算执行，金管局将会采取严厉的监管措施。
   房地产贷款主要包括房地产开发类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个人住房业务，基本上是香港个人银行业务的一个主流，它是为购买住房提供资金的定期抵押贷款。80年代早期，住房按揭贷款金额可高达抵押财产评估价值的90%，然而从90年代初起，贷款金额仅为抵押财产评估价值的70%。1997年1月，金管局要求对于价值在港币1,200万元以上的豪宅按揭限制在60%
；但对于中小型住宅的按揭比例不变。1997年6月，金管局引入资本基础的固定百分比（250%），作为评估银行按揭贷款的内部大概指标。抵押贷款高于资本基础百分比的银行被认为不可接受，并将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

七成按揭上限是政府为限制地产市场投机活动做出的反应，但经过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宇价格大幅下跌，市场投机活动大减，加上特区政府为鼓励更多人士自置居所，于99年3月起推出按揭担保计划，间接增加按揭贷款金额至楼宇估值的85%。
但银行对"居者置其屋"（或称租者置其屋）计划中的公屋贷款不受此项限制，1998年初香港两大银行：汇丰银行及恒生银行率先以低于优惠利率的利息，推出公屋十成按揭贷款。银行决定向公屋准业主贷款，主要是考虑到还款有房委会作担保，贷款全无风险，因为若业主未能按期供款，物业将由房委会认购，此项例外有助于帮助有志置业人士拥有自己的物业，改善居住条件，有助于社会稳定。同时金管局规定：借款人每月偿还房地产借款和各类债务的金额不能超过月收入的 50%-60%。
金管局规定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不可超过40%，对于房地产开发类贷款，贷款不能超过土地成本的 50%,不能超过建筑成本的 100%等。并要求各家商业银行严格执行。

各家商业银行在房地产贷款的风险防范上也非常严格。首先，香港的商业银行对开发商发放的贷款并非一次拨付到位，而是按照建筑进度，逐层拨付。其次，要求房产销售收入首先用于还贷。香港的商业银行向开发商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要求开发商将房屋的销售收入存入发放贷款的银行。销售收入首先用于还贷，保证了房地产贷款的及时回收。三是各家行制定严格的贷款比例界限，确保有资质开发商入围，降低贷款风险。如恒生银行规定：土地抵押贷款不能超过土地价值的40%低于金管局 50%的规定；开发商最高贷款额不能超过物业估价的 70%等.。对于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防范 ，除了考察抵押物－房屋的质素外，更加重视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考察。其次是严格执行有关贷款政策，有效控制个人住房贷款风险。 香港商业银行在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时，对各项限制性指标的执行几乎总是略低于金管局的限制的。如住房贷款的最高贷款额不能超过所抵押房产价值的 70%,还款期加上房子盖成的年限不能超过 45年,借款人每月还款额不能超过其月收入的 45%等。由此可见，香港银行业作风稳健，银行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相得益彰。

总体而言，香港对于房地产贷款的监管还是令人满意的。。香港银行业的本港客户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企业，对银行来说是无法改变的。但至2003年，物业价格较高峰时下降了65%，银行并未出现大规模的不良贷款，这充分证明香港银行体系稳健和监管的有效。

但在过去的实践中，金管局亦有不足之处。激烈的竞争和银行对利润的追求往往会使得在经济繁荣时，银行业整体放松贷款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金管局就必须发挥主动作用，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更要引导银行谨慎放款。试想在1991年11月香港居民住宅平均价格在每尺2000港币时就开始实行的七成按揭，一直延用到1997年每尺6500港币的时候，实际对物业价格的过快上升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埋下了银行贷款质量的隐患。至2003年，物业价格较高峰时下降了65%,银行在高峰按七成比例做的按揭就处于风险较大的境地，可能出现贷款抵押物价值不足的情形。因此假设在1996年第四季度楼价飙升时，银行采取更为谨慎的信贷政策，或者金管局要求银行降低按揭成数，也许楼价上升的势头会得到抑制，在金融风暴后银行信贷质量面临的问题会少得多。

因此当各家银行从各自利益出发未能自觉控制按揭贷款比例时，金管局应该及时发出指引，以间接抑制物业价格非正常飙升，避免给贷款质量留下隐患。在这一点上，也是值得内地监管当局借鉴。
二、美国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的法律控制

在美国，房地产在银行经营权限的历史中有其特别之处。出于对银行流动性的考虑，从1863年《国民银行法》最初通过到1913年，联邦银行是被禁止为不动产提供贷款的。从1913年到1982年，通过了一系列针对不动产的规范性限制，特别是包括了贷款—价值比例。从1913年到1974年，联邦法律的立场是，因为不动产贷款代表的是非流动性资产，此类贷款应该与最稳定的银行负债捆绑在一起。因此，全部不动产贷款被限制在银行资本与盈余的25%或储蓄的33%以内。

在不动产贷款方面，美国银行有过许多糟糕的经历。1975-1976年不动产投资信托的崩溃，连同大量的银行债务，导致重大危机以及随之而来产生的不动产贷款问题。

国家银行涉及到不动产贷款的交易主要由12.USCA的5个不同条款来规范的。
在其对银行业务的描述中，提到“在个人抵押物上的贷款”。作为否定意义的含义，这一条款认为，为作为抵押物的不动产提供贷款并不是银行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反映了监管机构早期对商业银行从事不动产贷款是持否定态度。这是因为在美国，银行的作用最初被界定为服务于商业需要，主要致力于发放短期商业贷款，对个人的服务是不充分的。
特别是因为，在银行体系外，存在一个储蓄机构。传统上，住宅抵押贷款这样的长期放款项目主要是由储蓄机构来完成的。而储蓄机构由于在吸纳长期资金上的便利，相当长时间一直是房地产市场的主要资金提供者。美国在房地产信贷的管制本质上属于产品线的管制
。这种管制主要是通过控制受限制机构对非自有资金的需求状况。但事实证明这种管制对于银行体系的风险监管并没有突出的效果。而且会容易造成市场分割，不利于银行业务的多元化和风险的分散。

于是，随着法令的修改，如1982年的《加恩－圣·杰曼法案》去除了联邦银行不动产贷款限制的法律规定，仅要求他们遵守银行监理官对期限条件和限制的规定。这些规定要求，不动产贷款只受到银行安全稳健经营理念的限制。金融创新的发展，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小额定期存款、可转让提款指令账户(NOW)为商业银行提供了较稳定的资金来源。商业银行开始介入到房地产贷款市场。

1991年《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改革法》增加了12.USCA.181(O),要求联邦银行代理机构采用统一的规则，这些规则规定了不动产贷款的标准。当然，这些规则相当一般化，只规定了诸如贷款组合多样化和谨慎销售标准等项目。和这些标准一起的是机构间不动产贷款的政策方针。这些方针确立了贷款与价值的比例限制，如：对未开垦土地，贷款与价值之比是65%；不动产开发贷款,75%；商业建筑，包括公寓式住房，80%；1-4人的家庭住宅式建筑，85%；升值的地产,85%。银行贷款可以超出这些贷款与价值比例的限制，这样的贷款被称之为除外贷款(exception  locums)。除外贷款的总额不能超出一家机构全部资本的100%；对家庭住宅的贷款不能超过半全部资本的30%。

美国房地产市场与香港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在一级市场上，私人信用占住房抵押市场的主导地位。住房信贷活动基本上是由各种私人金融机构诸如银行、储蓄贷款协会、互助储蓄银行或人寿保险公司等自发地组织经营，经营风险均由这些私人的金融机构承担。但是政府在通过各种形式的担保构成住房抵押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住房金融运行机制的主要环节都有政府参与
。发达的二级市场使得美国银行所持有的住房贷款转化为各种流动性较强的金融资产，风险被分散出去了
。因此，美国银行在房地产方面的限制较少，主要是由各银行的内控措施来完成的。

三、小结

从香港和美国在房地产贷款上的管控来看，银行在某一行业上的信贷风险与该行业本身的融资状况有很大的关联。香港房地产贷款融资渠道的单一性，决定了银行风险的积聚。也使该业务成为银行监管的重点。美国房地产融资渠道多样化，二级市场发达，所以银行管制的重点不在与此。从我国近年房地产金融的发展趋势来看，目前房地产业的风险主要是集中于银行的。由于二级市场不发达，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风险无法分散出去，一旦地产价格下跌，银行受到的损失将很大。因此，监管当局有必要借鉴香港在这方面管控的经验。

当然房地产业金融风险的化解，需要整个融资市场的改革，很多是监管是银行业本身不能解决的。像香港银行对按揭业务的依赖和按揭贷款实行浮动利率，就不是金管局可以直接通过管制措施控制的。住宅按揭贷款一向都被银行认为是相当安全的业务，但是在资产价格上涨，投机活动蔓延的情况下，住宅按揭贷款对银行业带来的风险也比较大，特别是当不正常炒高的物业价格大幅下挫时更是如此。房屋抵押贷款的利率在香港采取的是盯住银行利率的浮动利率，其结果是在联系汇率制度面临冲击时造成的高水平利率会立刻传导给消费者。造成他们的偿还负担大大增加，而他们的偿还困难最终会反应为银行贷款质量下降，从而影响银行业的稳定。 而在一般发达国家，政府都是从政策上支持私人房屋贷款，鼓励提供定息贷款的。同时许多国家房地产融资结构多元化，对银行资金的依存度较小。

而在我国房地产业的投资风险和融资风险基本全集于银行一身，商业银行的潜在危机很大。而且有些问题并不是银行业本身可以解决。加之目前银行本身的业绩要求，缺乏盈利性的品种，房地产融资的长期性对风险的掩盖，使得银行在开展这方面业务的积极性很强，信贷条件有放松的趋势，潜伏的危机很大。

第四章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规制的现状与构想

第一节  信贷集中风险监管制度的现状

一、银行信贷集中的政策背景

传统上，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就是过于集中的，信贷投向大部分都集中在国有企业，银行统包统管国有企业流动资金导致了国有企业的经营过分依赖银行负债，导致银行信贷风险加大。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业的风险问题引起了全国上下高度关注。我国金融业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主要目的的金融改革。强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强调金融机构独立自主开展市场化经营。与此相适应，商业银行在经营机制信贷管理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改革。突出表现在全国实施统一的信贷管理机制，加强信贷资金的集中管理，并提出信贷资金向优良企业、优势行业和发达地区倾斜的信贷营销策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新的信贷集中。银行贷款集中度高，基本呈现出向大城市、大行业、大客户集中的趋势：新增贷款主要投向经济发达的城区，而经济相对较弱的区县的贷款需求满足度相对较低；1998年以来新增贷款主要流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建设、土地储备、房地产业、水电煤气及供应业等，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大多都体现了政府（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发展的重点。

从新增贷款的投向来看，虽然从形式上强调商业银行独立自主开展市场化经营，但由于中国金融市场体系尚不完善目前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金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尽管有《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金融法规已经修订或出台，政府高层和监管机构也不断的表示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要真正转化为商业银行，但传统体制的影响仍十分严重。目前，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仍未彻底摆脱传统体制下的经营目标双重性的问题。一方面，商业银行在进行经营决策时仍然受到中央和地方一些政府部门的压力，将实现国家总体目标及贯彻宏观产业政策作为首选目标和决策依据； 另一方面 ，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又要注重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呈现出作为企业所具有的特征经营目标的双重性必然会造成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 由于双重目标相互干扰，商业银行既无法实现其盈利目标，也无法充分有效地实现政策性。

行业或地区受到政策的扶持，的确是利好消息，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是存在风险的，商业银行往往对政府担保和政府干预项目盲目乐观，甚至盲目追捧，而忽视了这些项目所具有的风险性。同时，银行的信贷决策追随于政府也反应了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的惰性和不负责任。我国还处于经济的转型时期，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有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反复。例如我国对房地产业的调控就很能体现这一点：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当它们发现房地产业发展对当地GDP增长重要时，就会大力鼓励银行放手银根，促使房地产投资迅速增长：而一旦发现房地产发展有什么问题，就希望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来改变银行信贷的扩张。这每一轮的放松和收紧中都会产生新的不良资产。银根放松时，银行放贷往往过于轻率，信贷审查不严，为信贷风险留下隐患；银根放松时，银行往往又过于保守，盲目紧缩，造成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信贷资产无法收回。目前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房价上升过快和政府介入房地产信贷是分不开的。目前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过热，人行发布了不少规范性文件，对市场也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但如果不改变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控制方式，去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垄断，仅仅是一些金融技术上的调整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我国金融市场的客观状况，对政策的依赖性很强，监管当局的某些作法也变相刺激了信贷集中。监管部门连续几年对商业银行下达了降比指令任务，从 1997 年以来，国家明确要求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与此相适应商业银行就要求信贷员必须实现新增贷款不良率为零。现在的迹象表明，降低不良贷款率，银行单靠自身努力已明显力不从心，扩大分母稀释坏帐的企图暴露无遗，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监管者都呈现出操之过急的浮燥心态。如果只顾帐面数字好看，不对信贷机制进行果断彻底的制度创新，在当前贷款超常激增的狂热状态中，不良贷款大量新增的祸根将悄悄发芽，商业银行将会在不远的将来被同 一块石头再次绊倒。降比指令应尽早淡化，信贷监管的着重点必须转移全面检讨信贷机制的缺陷和漏洞，防止新的不良贷款高峰出现。

监管当局试图将资产质量与考核银行高管联系起来，效果不得而知，反而成为信贷集中的一个诱因。从 1997 年以来，国家明确要求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否则将调整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者，尽管这种信号的可信性并不高。
信贷业务是一种风险业务，银行提供资金或信用、获得一定补偿的同时，也面临着未来回收贷款本息的任务。正是因为贷款本息是否能够收回并不表现在当期，而是表现在未来，认定贷款质量的难度就比较大，这就增加了贷款质量的隐蔽性。从实践操作角度，银行管理者可以利用贷款的展期、借新还旧等方法从帐面上调整贷款的质量表现形态，更增加了用贷款质量考核管理者升迁的难度。

二、我国银行信贷集中的法律规制

各国信贷集中风险监管体制不外乎外部监管、内部控制、外部市场约束三种。所谓外部监管就是国家监管机构根据法律规定和授权而进行的监管。内部控制是通过银行自律的作用， 通过公司治理结构、风险管理制度等内部手段加强风险控制； 另外还有一种是银行同业公会的行业自律管理。外部市场约束主要是通过信贷集中风险披露制度，通过市场的力量对信贷集中风险进行外部约束。

我国金融业由于信贷集中而造成损失，并不鲜见。如1980年代初我国信贷较高地集中于加工工业（如冰箱、彩电、洗衣机等生产线纷纷上马），以及1990年代初集中于房地产（如海南和北海的房地产泡沫）所产生的大量不良贷款等历史教训。因此监管当局对信贷集中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商业银行法》第39条规定： 商业银行贷款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这是我国金融法对贷款集中控制的最基本的原则。同时《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银行信贷集中作具体的规范。

作为信贷集中的基本原则，监管当局要求银行实行统一授信管理，健全客户信用风险识别与监测体系，完善授信决策与审批机制，防止对单一客户、关联企业客户和集团客户风险的高度集中，防止违反信贷原则发放关系人贷款和人情贷款，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投向高风险领域和用于违法活动。 同时，监管层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分散风险，设立独立的授信风险管理部门，对不同币种、不同客户对象、不同种类的授信进行统一管理，避免信用失控；通过实行授信组合管理，制定在不同期限、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授信分散化目标，及时监测和控制授信组合风险，确保总体授信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对于单一客户，商业银行被要求应当对同一客户的贷款、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支、保理、担保、贷款承诺、开立信用证等各类表内外授信实行一揽子管理，确定总体授信额度。由于对集团客户多头授信，容易造成分险集中，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对集团客户实行统一授信管理，将同一集团内各个企业的授信纳入统一的授信额度内，核定集团总的授信额度，防止借款人通过多头开户、多头贷款、多头互保套取银行资金，防止对关联企业授信的失控。
但实际上银行要达到这样的标准是非常困难的。在国有商业银行以往的授信业务运作中，由于授信业务是由不同业务部门提供服务及进行管理的，如信贷部受理常规贷款业务，国际业务部受理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以此同时，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机构网点历史上采取行政划分，缺乏对客户风险的统一控制，多头授信、本外币分别授信及贷款、贴现等业务品种分散授信等行为在不同的分支机构之间也大量存在，使银行对企业的风险控制只在产品上，无法了解和控制对单一法人客户的信用风险。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实现统一授信，进行一揽子管理的困难可想而知。不过，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支持下，一些商业银行逐步在辖内全面推行统一授信管理，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尝试。

三、现行法律规制的不足

我国现有的一系列制度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信贷集中风险，但仍然不能适应金融改革发展的要求，不能够很好地控制信贷集中风险。近期出现的贷大、贷长、贷垄断现象就是一个例证近年来信贷集中的其不足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贷集中风险控制的价值定位单一化。《商业银行法》 对贷款集中风险控制没有作任何例外规定，只是做了非常原则的单一的 10%的比例限制，没有例外规定。这与贷款集中风险 控制的风险分散的价值定位不一致，太过于强调公平价值观。 

“贷款”的界定过于简单。《商业银行法》对贷款集中限制中的“贷款”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贷款通则》仅将“贷款”的范围限定为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和票据贴现。这已不能适应业务创新的需要。有些信贷业务与贷款并无本质区别，不应该排除在贷款集中管理的控制之外，比如透支业务、贸易融资等。另外，我国金融实践并没有将贷款与授信等同起来，而是将贷款作为授信的一个子项。《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将授信界定为：商业银行向客户直接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对客户在有关经济活动中可能产生的赔偿、支付责任做出担保，包括贷款、贷款承诺、承兑、贴现、证券回购、贸易融资、保理、信用证、保函、透支、拆借、担保等表内外业务。该办法将所有授信都纳入内部人与关联机构贷款集中风险限制的范围， 这就造成与《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一定程度上的矛盾。 

单一借款人主体的界定过于狭窄。对关联客户集团是否纳入贷款集中控制中的同一借款人范围，《商业银行法》没有明确规定，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暂行监控指标》做了限制性说明，指出同一借款客户是指任何一个自然人或任何一个法人。这种界定显然过于狭窄。另外该指引对集团客户的界定也相当宽松，甚至规定：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可能不按公允价格原则转移资产和利润，商业银行认为应视同集团客户进行授信管理的，也应归为集团客户之列，这易导致对集团客户的界定泛化。

贷款集中限制例外规定欠缺。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贷款集中限制的例外情况。如没有将本国或地方政府担保的部分予以剔除；没有对特殊性质的客户或特殊地位的客户的贷款区别 对待；也没有将特殊抵押物下的借款采取例外规定等等。
行业完善贷款集中、部门集中限制监管缺少具体的配套制度。贷款行业《商业银行法》虽对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做了原则性规定，但还缺乏可操作的配套实施制度。还不能有效地通过行业集中限制制度来控制信贷向某些行业集中。

在信贷风险行业集中的控制上，对房地产业的监管比较突出。人民银行的121号文件要求商业银行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的贷款，只能通过房地产开发贷款科目发放，严禁以房地产开发流动资金贷款及其他形式贷款科目发放。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已发放的非房地产开发贷款，各商业银行按照只收不放的原则执行。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银行贷款，其自有资金（指所有者权益）应不低于开发项目总投资的30%。严格控制土地储备贷款的发放 。对土地储备机构发放的贷款为抵押贷款，贷款额度不得超过所收购土地评估价值的70%，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年。 商业银行不得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用于缴交土地出让金的贷款。商业银行要严格防止建筑施工企业使用银行贷款垫资房地产开发项目。承建房地产建设项目的建筑施工企业只能将获得的流动资金贷款用于购买施工所必需的设备。针对个人住房贷款，商业银行只能对购买主体结构已封顶住房的个人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对借款人申请个人住房贷款购买第一套自住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仍执行20％的规定；对购买第二套以上（含第二套）住房的，应适当提高首付款比例。借款人申请个人商业用房贷款的抵借比不得超过60%，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0年，所购商业用房为竣工验收的房屋。对借款人以“商住两用房”名义申请银行贷款的，商业银行一律按照个人商业用房贷款管理规定执行。充分发挥利率杠杆对个人住房贷款需求的调节作用 ，对借款人申请个人住房贷款购买房改房或第一套自住住房的（高档商品房、别墅除外），商业银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浮动）执行；购买高档商品房、别墅、商业用房或第二套以上（含第二套）住房的，商业银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执行。 
2005年银监会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将商业银行对申请贷款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开发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到35%。指引要求商业银行应根据各地市场情况的不同制定合理的贷款成数上限，但所有住房贷款的贷款成数不超过80%。但是指引没有规定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的最高比例限制，但在对商业银行提出总体风险控制要求的基础上，对土地储备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管理分别提出了要求，并对银监会的相关风险监管措施进行了规定。
从人行与银监会的规定来看，

　　

第二节  我国信贷集中风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金融业受制于实体经济的运行,金融监管只能在宏观经济正确预测的基础上提供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金融风险的来源。对于信用风险也是如此。信贷集中对经济的负面效应主要也必须依赖宏观环境的改善和银行风险管理观念的转变。在改善金融业的短视理性行为上，金融监管虽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就金融风险的控制而言，金融机构内控是基础,市场约束是基本的力量,金融监管应当是最后的安全网。具体到对信贷风险集中的控制也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即主要非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设定利益导向,使商业银行自愿地分散信贷资源配置;同时,继续坚持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促使其改变信贷决策上的短期理性行为,以降低长期系统性风险。

对信贷集中风险进行法律监管和控制，各国监管当局概莫能外。各国对信贷集中风险监管的价值定位主要有两大目标，一是安全，二是公平。所谓安全，就是监管要有利于分散风险，即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目的在于避免由于相关借款人或行业发生的危机，导致银行出现信用危机甚至倒闭，从而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所谓公平就是寻求利益分散，创造合理的公平的利用信用资源的金融环境，限制银行给予与其有特殊关系的客户以特别优惠的待遇或条件宽松的放款，以保证不同行业的不同企业具有平等的借款机会，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注重安全价值的国家，往往将低风险贷款排除在贷款集中限制之外，规定了许多例外条款。而注重公平价值的国家，对贷款集中的限制较少存在例外情况。 

我国信贷集中风险监管制度可从四个方面进行完善。 

1、 重新定位信贷集中监管的价值目标 
信贷集中监管制度的价值定位应兼有公平、安全与效益公平价值在于分散国家的信用资源，以利于各借款人有公平获取贷款的机会，防止信用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倾斜对平等竞争机会的破坏。安全价值在于防止风险的过度集中对金融安全的威胁，限制贷款向客户、行业、部门乃至地区集中。效益价值在于贷款集中的限制制度不能阻碍银行效益的提高，要在安全与效益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点。 

二、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仍然侧重于合规性监管，忽视风险性监管。合规性监管的市场敏感度差，措施往往滞后于市场的发展，不能及时防范金融风险；而风险性监管在风险识别、度量和处理方法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能够及时反映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就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监管水平而言，合规性监管仍然是我国监管主要模式。但从国际银行业监管的趋势而言，风险性监管渐成潮流。许多问题银行在问题暴露以前往往也是合规的，商业银行亦可采取各种措施来达到相关指标，规避监管，但这往往是以形成新的风险积聚为代价的。采取风险性监管，有利于从整体上控制银行业风险。

三、贷款集中限制具体制度的重构 

其一，统一立法模式。改变对贷款集中限制的分散立法模式，将《商业银行法》、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暂行监控指标》、《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等贷款集中的制度、政策进行整合，在修改《商业银行法》时进行统一立法。其二，要合理地界定贷款集中限制的“贷款”的具体范围。 从贷款的本质特征出发，将具有提供一定资金并依约回收资金 的金融业务都纳入贷款的范围，具体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贷款、贴现、透支、贸易融资、回购型保理等业务。同时要赋予监管机构根据业务创新的实践具体认定贷款扩展范围的自由裁量权。 其三，将关联客户集团统一纳入贷款集中限制的范围。要明确关联客户集团的准确界定和具体认定标准，对关联关系的 界定不仅要考虑到股权关联、管理人事关联、合同关联，还要考虑到实际的业务关联以及客户因假名登记等逃避关联监管的隐性关联。可以将单一客户、关联集团客户设置同一的贷款集中限制指标，也可以将单一客户与关联集团客户设置不同的限制指标。当然，也要设置银行的所有大额贷款的总量控制指标。 其三，详细规定贷款集中限制的例外规定。对特殊性质的客户或特殊地位的客户的低风险贷款、特殊担保物下的低风险贷款等采取例外规定。要区别对待银行自身的内部人和关联机 构的贷款集中，设置更为严厉的集中限制指标。 其四，完善贷款行业集中、部门集中限制监管的配套实施 制度。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信贷政策和国家产业政策、 区域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制定切实可行的行业集中风险控制 窗口指导指标体系，建立贷款行业分析、预警制度，严格贷款用途的监管，加强贷款支持的重大项目的合法性监管力度。 
四、外部监管与银行内控必须结合起来

进一步完善监管体制监管部门，一方面要加强商业银行贷款集中风险的监管力度，另一方面，加强对商业银行自身的贷款集中风险管理内控制度建设的审慎监管。

银行业同业公会也应该加强贷款集中风险控制的行业自律，加强大型关联集团客户的风险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共同防止对关联客户的过度贷款。各家商业银行必须加强行业自律，多加沟通和协调，对信贷集中这一关乎各家切身利益的问题，应该进行共同研究和协调，在各自贷款份额以及利率等贷款条件方面统一认识并严格遵守，变信贷市场 “非合作均衡”博弈为“合作均衡”博弈。

商业银行要改善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和信贷管理信息系统，制定审慎的贷款集中风险管理制度，尤其是关联客户集团的风险控制，具体内容包括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的组织建设、风险管理与防范的具体措施、内部报告和控制程序、客户授信信息收集处理服务的信贷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管理和风险预警。其次， 商业银行应该调整现行的激励约束和考核机制。当前虽然各家商业银行纷纷建立了各自的激励约束和考核机制，但普遍存在以下问题：指标制定极端化，比如“新增贷款确保零不良”、贷款责任 “ 终身追究制”等，造成信贷人员在信贷投放时不得不选择少数优质企业；助长了行长的短期行为，各级行长在拓展业务时大多抱着急功近利的思想来想方设法促使业务快速增长，以争取早出政绩早升官，很少考虑信贷集中问题的严重后果。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对现行的激励约束和考核机制进行反思和调整。

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大额风险暴露、贷款集中的报告制度，增加特殊贷款集中的特别批准制度，促进商业银行改进、完善贷款集中信息披露，增强市场约束。监管部门建立银行风险评价监测体系，风险预警疏而无漏，实现以非现场监管为主的战略转移；建立科学的监管绩效评价考核机制，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风险集中的管控是必须放在全面风险管理的机制下来完成的。监管部门的风险管理应当包括：风险监测评价，使非现场监管业务成为主导；
风险稽核，立足点转向为非现场监管服务，通过现场检查，重点核查商业银行信息的真实性和查处违规经营行为；三是风险处置问责，负责对商业银行的违规整改、风险化解和责任追究；四是银行经营机制监管，以人盯机构的方式对各行指定监管员，将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和内控监管为重中之重，高管和机构管理以及行政审批事物均纳入职责范围，但其核心职责是指导和督促商业银行健全风险管理系统和完善内部控制机制。
结  语

信贷活动本质上是商业银行的自主经营活动。我国目前信贷集中的状况也主要是由商业银行的理性行为造成，尽管这种理性可能一种短视理性。这决定了监管当局对信贷集中的监管只能采取法律或道义劝导等间接手段来完成。在这方面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珠玉在前，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信贷集中的出现有其合理性，那么对信贷集中的规制除了法律上的努力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对整个金融结构进行调整，改善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否则监管上种种努力可能仅仅是技术上的调整甚或是沦为新一轮风险产生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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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价格的不利波动(如利率、汇率、股价或商品价格等)而导致金融资产损失的可能性。


� 潘英丽, 吉余峰：《金融机构管理》，立信会计出版社，2002年版，170页。


� Stigler, G。,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 /1961


� Stiglitz, J。 and A。 Weiss,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1/1981,393-410。


� 或者由于银行对贷款实施事后监督的成本太高，成本高于收益，导致对贷款监督的效益降低。


� [英]约翰·霍利韦尔：《金融风险管理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27页。


� 崔建军：“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负面影响及矫正”，《河南金融管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 江苏省农村金融学会课题组：“风险与效益的博弈——对银行强化集团客户信贷风险控制的思考”， 《农金纵横》,2004年，第6期。


� 潘新：《十年一叹银监路》，http://www。banksupervision。net/list。asp?unid=5361。


� 表外业务中有一部分会产生信用风险，主要是指狭义表外项目。


� 李仁真：《欧盟银行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143页。


� 包括无论是否构成公司资产押记的公司债权股证、债权证明书及任何其他证券。


� 履约保证、投标保证、担保及与某项交易有关的备用信用证。


� 信用证、贸易票据的承兑、船务担保及任何其他与贸易有关的或有项目。


� [日]鹿野嘉昭：《日本的金融制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 资本基础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


� 这是基于对并表监管的信任，但是对于此种信任的合理性，目前仍有争议。


� 例如对欧盟成员国和OECD成员国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以及欧盟的暴露应予排除。


� 必须是金融管理专员认为该银行是受到有关银行监管机构足够监管的。


� 是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the Inter-American Investment Corporation、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北欧投资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及开发银行或国际金融银行。


� 模式监管是预防性监管的一种，是指管理当局影响银行的决策模式和行业惯例的有关监管措施。这种理论认为决定银行经营决策的是有关决策模式和行业惯例如果要控制银行风险，必须影响银行有关风险方面的决策模式与行业惯例。如果管理当局对风险控制的重视能进入模式与惯例，成为决策过程中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部分，那么就可以在风险产生的最初限制风险。


� 香港仿效英国的行业自律和华人银行中的家族观念，使得香港银行业中股东对银行决策的影响问题很严重。


� 至于业务规模细小的认可机构，金管局可能会按不同个案逐一考虑是否容许由该机构的外聘或内部审计师或内部律师负责监察遵守规例的职能。


� 根据该指引，香港注册的认可机构均须披露某些指定财务资料，包括损益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贷款素质、表外项目等 。


� 1998年，金管局发出指引，建议本港上市认可机构除依据联交所规则披露信息外，也应披露其他财务资料。后金管局将适用范围扩大，适用于所有符合规模准则的认可机构。


� 『经理』的定义见《银行业条例》第2条：


� 若认可机构未遵守《银行业条例》的任何认可最低标准，金融管理专员即可行使撤销对该认可机构认可的权利。应当说这是非常严厉的惩戒。


� 该条款在我国估计很难实施，我国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财产往往与其造成的损失相去甚远。如果发生损失其正当的收入是绝对无法弥补的。


� 艾德华·西蒙等著：《银行法》，美国西方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89页


� 各国所采用的精确形式有较大不同，如大额风险承担、大额风险暴露、大额信贷管制等，但在金融法规中大多都有这部分内容。


� 狭义的表外业务指能对银行产生收入的或有资产和或有负债的交易活动。包括贷款承诺、担保、互换和套期保值交易等。


� 美国的1977《社区再投资法》是比较例外的例子，该立法的本意主要是防止信贷歧视，引导中低收入地区的地方银行和银行分支机构发放更多的抵押贷款和小企业贷款。


� 这和对住宅和居住权的认识有关，许多国家认为住宅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不能完全交由商业化运作。


� 为了避免令贷款机构就仅仅超过1200万港元而归入“豪宅”类别的物业可以提供的贷款金额有所减少。例如刚超过1200万港元的 60% 是少于刚低过1200万港元的70%，上述六成按揭成数的规定应解释为:楼价的六成或八百四十万港元，以较高者为准。这就是说 ，以一幢1300万港元的楼宇来说 ，最高贷款额为八百四十万港元或64.6%.


� 七成按揭上限的规定有利于降低风险，但使得一部分收入稳定但交不起首期三成的市民望楼止步。鉴于此，香港按揭证券公司与银行界合作于1999年4月推出八成半楼宇按揭计划。根据该计划，按揭证券公司向合作的26家银行提供最高达物业价值15%的保险，置业居民即可从银行获取最高达85%按揭贷款。


� 包括 ：§24(7),29,371,371d和1828(o)。


� 最初，美国银行有严格的业务管制。商业银行主要通过活期存款吸收资金，发放的也主要是活期贷款。长期金融业务主要是有非银行金融机构来完成的。当然现在，情况有很大的改变。


� 产品线的监管指管理当局规定特定的金融机构只能吸收符合一定条件的存款或不能从事某些业务。





� 在初级市场，政府对个人的住房抵押提供保险；在二级市场，政府机构为证券化资产信用提供活动空间。


� 由于那些抵押贷款是真实出售的，所以商业银行本身所承担的风险较小。


� 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房价飚升，最为重要的原因是银行信贷的低成本及银行信贷的易获得性。利率管制使得银行获取资金的成本低，从银行套取资金是有利可图的。易获得性体现在国有银行为了多做其认为的优质资产，降低不良率，放松信贷条件。





� 非现场监管完全依赖于信息的真实性，商业银行向监管当局报告的各种信息资料必须做到真实无误。因此必须设立银行信息报告与披露的真实性问责，以保证非现场检查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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